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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有机碳的转化与稳定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核心问题，对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的贡献

约达 25%。土壤有机碳中颗粒态有机碳（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POC) 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Mineral-

associated organic carbon，MAOC）是土壤碳周转的关键组分。土壤微生物是碳循环的主要驱动者，其通

过“体外修饰”将植物碳分解形成 POC，通过“体内周转”将累积的微生物残体碳与土壤矿物相结合形成

MAOC。然而微生物对 POC 和 MAOC 的调控作用受养分管理措施、土壤性质以及气候因素的多重影响，

成为利用微生物组调控农田土壤碳固持的限制因素。本文系统介绍了 POC 和 MAOC 的组分特征及其生态

意义，探讨了生长合成代谢（微生物活体和残体）和非生长合成代谢（酶和胞外聚合物）对 POC 和

MAOC 的贡献，阐述了微生物群落结构和生理功能对 POC 和 MAOC 的调控机制，并解析了其影响因素。

在此基础上，系统思考了微生物组调控提升土壤有机碳的机制和途径，为构建基于物理–化学–生物协同

调控的土壤有机碳提升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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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urnover and stabilization of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terrestrial carbon 

cycle, contributing approximately 25% to 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POC) and mi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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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organic carbon (MAOC) are pivotal in the soil carbon dynamics. Soil microorganisms are the primary 

drivers of the carbon cycle, by decomposing plant residues to form POC via the “ex vivo modification” and 

accumulating microbial residual carbon via “in vivo turnover”, which then combines with soil minerals to form 

MAOC. However, the role of microorganisms in POC and MAOC formation is constrain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nutrient management practices, soil properties, and climatic conditions, which limit the microbial 

regulation of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agricultural soils.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framework of POC 

and MAOC. The contributions of growth anabolism (living and residual microorganisms) and non-growth anabolism 

(enzymes and extracellular polymers) to POC and MAOC were described. It further elucidated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governing POC and MAOC through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whilst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is basis, the review systematically considered the mechanisms and 

approaches by which microorganisms regulate and increase SOC, providing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SOC increase based on physical-chemical-biological synergistic regulation. 

Key words:  Soil organic carbon; Soil microorganisms;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Mineral-associated organic 

carbon 

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最大的库，全球 1 m 深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 
SOC）储量约为 1 550亿吨，占土壤碳库总量的 62%[1] 。SOC是土壤中养分元素的承载者，

微生物活动的关键驱动力，同时也是土壤颗粒团聚的胶结剂，对土壤功能发挥起关键作用
[2]。SOC 是植物残体经动物和微生物分解后长期累积的复杂混合物，包括不稳定和稳定碳

组分[3]。土壤微生物是 SOC 周转的主要驱动者，其对 SOC 的作用同时受 SOC 的分解抗性

以及物理团聚和矿物保护作用的影响[4]。依据土壤粒径大小和有机碳密度的物理–化学联

合分组方法，SOC 分为颗粒态有机碳（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POC）和矿物结合有机碳

（Mineral-associated organic carbon，MAOC）[5]。POC 和 MAOC 在形成途径、周转速率和

生态功能等方面差异显著[5-6]。深入理解 POC 和 MAOC 的动态变化[7]和分异特征，阐明微

生物介导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对充分发挥微生物碳泵功能、增强土壤有机碳固持具有重要

意义，也是我国实现 2060 年“碳中和”目标的重要理论支撑。 

1  土壤颗粒态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的组成及其特性 

传统观点认为 SOC 的形成是植物残体腐殖化过程，最新研究则认为微生物死亡残体也

是 SOC 的重要来源[8]。微生物效率–基质稳定（Microbial efficiency-matrix stabilization）框

架和土壤微生物碳泵（Soil microbial carbon pump）理论均认为植物碳是 SOC 的主要来源，

微生物是 SOC 周转主要驱动力[9-10]。SOC 是植物残体经微生物分解后长期累积的复杂混合

物，由分解程度不同的植物化合物和微生物同化合成的化合物组成[3-4]。SOC 涵盖从易分解

的活性组分到难降解的惰性物质[11-12]，可采用物理、化学、生物方法进行分组 [13-15]，目前

普遍采用物理–化学联合方法将 SOC 划分为 POC 和 MAOC 两大功能组分[5]。 
 POC 和 MAOC 在组成、形成途径和周转速率等方面差异显著（表 1）。在组成上，

POC 主要由未分解的植物残体和真菌菌丝来源的高分子量碳底物构成，其化学结构复杂、

芳香性和碳氮比较高，难以被植物和微生物直接利用[5，7，15-17]。MAOC 主要来源于植物残

体淋溶液或微生物代谢产物，其养分密度高、碳氮比低，更易被植物和微生物利用[5，7 ，1 5 -

17]。在转化过程上，植物源碳进入土壤后，在微生物胞外酶的作用下分解（体外修饰途径），

其中未完全分解的结构性化合物通过物理迁移（如团聚体形成、颗粒吸附）形成 POC；而

非结构性和低分子量的溶解性有机质（DOM）则直接与矿物表面作用或被微生物吸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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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生长和死亡过程形成稳定的微生物残体（体内周转途径），最终与土壤矿物结合形成

MAOC[4，10，18]。这种形成过程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周转速率存在差异。POC 主要依赖大团聚

体的物理保护，但容易被微生物获取导致稳定性低，周转较快；MAOC 由于矿物保护和微

团聚体/孔隙闭蓄，限制了微生物的接触和分解，可在土壤中长期累积[14，19-20]。然而，受矿

物性质影响（如数量、类型等），MAOC 存在理论饱和点，而 POC 则不存在[13，15]。 
表 1 颗粒态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特性 

Table 1 Comparison of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and mineral-associated organic carbon 

项目 
Item 

颗粒态有机碳 
Particulate organic carbon 

矿物结合态有机碳 
Mineral-associated organic carbon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主要来源 
Main source 

植物残体和真菌菌丝 植物和微生物残体 [15] 

主要化学组成 
Dominant chemical constituents 

植物源组分（如酚类、纤维素、

半纤维素）和真菌源组分（如几

丁质、木聚糖酶） 

微生物源低分子量化合物（如微生物

多糖、氨基糖、胞壁酸）与植物源低

分子量化合物 
[7] 

分子量、粒径和密度 
Molecular mass, size and density 

>600~1 000 Da; 
>50~63 μm; 

<1.6~1.85 g·cm-3 

<600~1 000 Da; 
<50~63 μm; 

>1.6~1.85 g·cm-3 
[5, 17] 

主要形成途径 
Dominant formation pathway 物理破碎与化学解聚 

低分子量化合物的微生物“体内周

转”与“体外修饰” [10, 18] 

主要稳定机制 
Dominant stabilization 

mechanism 
生化难分解性和大团聚体闭蓄 

矿物结合（微团聚体闭蓄、有机–矿物

团簇、孔隙闭锁、矿物表面吸附） [14, 19] 

周转时间 
Turnover time <10 年~数十年 数十年~数百年 [20] 

饱和效应 
Saturation 无 有 [13, 21] 

C/N比 
C/N ratio 10~40 8~13 [19] 

养分功能 
Nutrient role 

复杂化合物（高活化能），植物和

微生物难利用 
简单化合物（低活化能），植物和微生

物易利用 
[16] 

2  微生物介导的 POC和 MAOC 周转 

土壤微生物是 POC 和 MAOC 形成、转化和稳定的主要驱动力，其合成代谢是调控二

者贡献的核心（图 1）。根据能量与碳流向的不同，微生物合成代谢可划分为生长合成代谢

（形成微生物生物量）和非生长合成代谢（合成胞外酶等）[22] 。微生物源碳在土壤中的分

配由微生物自身需求与外界养分供应之间的动态平衡决定，并受其生活史策略的调控[23-2 4 ]。 
 2.1  微生物生长合成代谢 

生长合成代谢是微生物自身增殖的碳投资方式，包括吸收转化碳源底物形成的微生物

生物量碳（Microbial biomass carbon，MBC）和死亡后残体累积形成的微生物残体碳

（Microbial necromass carbon，MNC）[10，25]。土壤微生物通过细胞增殖–死亡–转化途径影

响 POC 和 MAOC[25]。微生物活体碳库容量较小且周转速率较快，对 POC 和 MAOC 的直接

贡献可忽略不计[26]。Xu 等[27]通过模型估算全球 0~100 cm 土壤 MBC 储量约 23.20 Pg，分别

占 POC 和 MAOC 储量的（330 vs. 975 Pg）7%和 2%[20]。微生物活体向残体的转化累积是微

生物碳泵理论的核心，MNC 对 SOC 的贡献率高达 50%~85%[10，28]。从全球尺度看，MNC
在表层土壤（0~20 cm）SOC 中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51%（农田）、47%（草地）和 35%
（森林）[8]。通常认为 MNC 是 MAOC 的主要前体物质[29]。Li 等[30]分析湖南多点水稻土壤

样品发现，MNC 与 MAOC 和 POC 均呈显著正相关，单位 MNC 的 MAOC 增加量大于 POC，

表明 MNC 对 MAOC 的贡献大于 POC。通过 13C 标记追踪量化碳流分配，其中 12.3%的微

生物源碳进入 POC 库[31]，而 13C-MNC 占 MAOC 的 22%~38%[32]。然而，Yang 等[33]通过对

黄土高原 291 个样点系统研究发现，MNC 与 POC 的正相关性显著强于 MAOC，表明 MNC
对 POC的贡献大于 MAOC，主要与缺乏黏土保护加速 MNC周转有关[34-35]。此外，MNC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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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决定了不同碳库的分配，其中真菌和细菌残体碳分别主要贡献于 POC 和 MAOC[33]。 
2.2  微生物非生长合成代谢 

非生长合成代谢是微生物为获取外界养分用于自身生长和维持的碳投资方式 ，其代谢

产物主要包括酶和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EPS）等[22-23]。土壤酶

是催化土壤生物学反应的蛋白质，微生物通过调控其活性分解 POC和 MAOC[36-37]。土壤酶

分解功能的发挥与其能否接触底物（空间隔离）和底物碳的质量有关，前者是土壤酶能否

发挥作用的前提[9]。土壤矿物的化学保护和土壤团聚体的闭蓄作用，将微生物和底物实现

空间隔离，从而降低土壤酶的活性[38]。与 POC 相比，MAOC 中碳与土壤矿物形成的有机–
无机复合体会限制土壤酶的活性，使其不易被微生物分解[39]。然而，一项培养试验研究发

现， MAOC 中单位 SOC 所产生的 CO2 显著高于 POC，在农田和森林系统中分别达到后者

的 2.5 倍和 7.5 倍[40]。底物碳的质量是影响微生物碳获取的一个重要限制因子[23]。与 POC
相比，MAOC 通常具有较高的养分密度和较低的碳氮比，更易被微生物分解利用，促进自

身生长，因此碳利用效率（Carbon use efficiency，CUE）较高[41]。然而，微生物也会通过

牺牲生长碳以分泌酶来突破空间隔离，进而获取养分，表现为较低的 CUE [42]。微生物通过

碳投资（酶分泌）与底物收益（碳获取）的权衡，调控 POC 和 MAOC 的降解效率[36]。 
胞外聚合物是一类由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分泌的生物聚合物，广泛分布于微生物细胞

外围或微生物聚集体的细胞间隙中[43]。EPS 主要由多糖、蛋白质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组成，

这些组分赋予了 EPS 多种生态功能，包括促进微生物黏附、增强环境抗逆性、提高团聚体

稳定性以及保护细胞结构等[44]。初始土壤矿物表面可供吸附有机质的特异性位点有限，而

EPS 能够包裹在矿物表面形成有机层，显著增加其吸附位点数量[45]。EPS 通过胶结与黏附

有效联结矿物颗粒与有机物质，助力大团聚体（>250 μm）的形成，促进 POC 固存[46 ]。

EPS 通过物理包裹将有机碳截留在团聚体孔隙中，减少其与微生物及酶的接触，从而延缓

降解[44]。当 EPS 被矿物包裹时，有助于微团聚体的内部形成并减缓有机碳的分解；当 EPS
发生降解时，微团聚体破碎，影响 POC 的周转[46]。EPS 主要提供易与矿物发生相互作用的

有机组分（如带功能团的多糖和蛋白质），通过阳离子桥接、疏水作用和氢键等机制与黏土

矿物及金属氧化物结合，将可溶性碳固定在矿物界面[43]，形成有机–矿物复合体[47]。例如，

Fu 等 [48]从黑土和红壤中分离 POC 和 MAOC 后进行培养，发现 MAOC 显著富集与 EPS 合

成相关的基因。 

2.3  微生物群落组成和生存策略 
土壤微生物群落以细菌和真菌为主，其代谢特性和生态功能的差异对POC和MAOC 的

形成途径产生差异化影响[4，44]。真菌通过菌丝网络促进大团聚体形成，从而贡献 POC 的生

成和稳定，同时，其分泌的多种胞外酶可以降解 POC[4]。细菌个体小、周转快，其残体更

易被矿物吸附[33]，在 MAOC 转化中发挥更重要作用[42]。Ma 等[42]在草地和森林生态系统土

壤发现 POC 中真菌/细菌比值显著高于 MAOC。Zheng 等[40]发现 POC 中真菌及编码漆酶样

多铜氧化酶和几丁质酶（参与顽固性 SOC分解的酶）的基因丰度均高于 MAOC。此外，微

生物功能类群也影响 POC 和 MAOC 的周转。以菌根真菌为例，外生菌 根真菌

（Ectomycorrhizal fungi，EMF）通过庞大的菌丝网络将植物源碳优先聚集在大团聚体中，

有利于 POC 的生成和稳定[4]。而丛枝菌根真菌（Arbuscular mycorrhizal fungi，AMF）菌丝

周转较快，能促进 MNC 累积，并加速矿物风化进而促进有机–矿物相互作用，有利于

MAOC 的形成和稳定[49]。 
微生物的生存策略是指微生物在特定环境中为适应环境压力而形成的资源获取与利用

行为方式，其核心在于环境压力下的适应性选择[50]。传统上，根据碳矿化潜力和生长速率，

微生物被划分为 r 策略和 K策略。其中，r 策略微生物生长速率快、底物亲和力低，偏好活

性碳环境[51]。相反，K 策略微生物生长缓慢、底物亲和力高，主要分解难降解碳，效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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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51]。在我国跨生态区的天然草地和森林土壤的研究发现，POC 中 K 策略/r 策略微生物比

值显著高于 MAOC[42]，表明 POC 周转主要由 K 策略微生物调控。在我国东北黑土区玉米

农田发现，细菌群落由 K策略向 r 策略转变，r 策略细菌促进了有机质的快速分解，降低了

MAOC 的稳定性，并通过持续的植物残体输入促进 POC 的积累[52]。近年来，Malik 等 [5 0 ]根

据微生物生长特点和资源获取理论，将微生物划分为生长量型（Y）策略、资源获取型（A）

策略和胁迫耐受型（S）策略，通过资源与胁迫两个环境轴的变化能更好预测微生物演变，

反映微生物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之间的平衡。Y 策略微生物倾向于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与合

成代谢相关的功能，促进生长及微生物残体生成，利于 SOC 累积和稳定。A 策略微生物在

资源稀缺或有效性较低的环境中更具竞争优势，以牺牲生长为代价优先获取资源，加速碳

分解。 而 S 策略微生物更适应胁迫环境，通过消耗碳调节渗透平衡以维持细胞完整，但会

减少微生物残体生成[50，53]。POC因高碳氮比和养分限制（表 1），可能促使微生物群落向 A
策略转变，加速 POC 分解；MAOC 因化学计量比适宜，Y策略微生物占据优势，促进微生

物生长及残体累积，促进 MAOC 稳定。然而，目前关于这一微生物策略差异调控 POC 和

MAOC 周转的机制研究仍较为匮乏。 

 
图 1 POC和 MAOC转化的微生物调控机制示意图 

Fig. 1 Microbially-mediated transformation of POC and MAOC 

3  微生物介导的 POC和 MAOC 周转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养分管理、土壤性质以及气候变化（如升温及干旱等）均会影响微生物群落组成、结

构、代谢效率和酶活性，进而影响 POC 和 MAOC 周转（图 2）。 
3.1  养分管理措施 

氮肥施用可以直接（氮素有效性）或间接（如 pH）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和代谢，

调控 POC 与 MAOC 动态变化，其效应受氮肥用量和氮肥类型调控[54]。氮素供应对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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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碳具有双重调节作用，既能促进微生物活动加速 POC 和 MAOC 的分解，又能引发微

生物与底物解耦、进而抑制 MAOC 的分解[55]。POC 因高碳氮比易受氮素供应的限制（表

1），氮有效性的增加能促进微生物活性，加速 POC 分解[56]。此外，施氮会促使微生物群落

向更高氮需求类群（如细菌）演替，加速 MAOC 周转[25，42]。全球荟萃分析发现，农田施

氮对 POC 和 MAOC 的正效应显著高于自然生态系统[54]。在草原长期施氮定位试验结果显

示，随施氮量增加 POC含量显著升高，MAOC含量显著降低[57]。因为施氮过量会降低土壤

pH，抑制微生物活性，促进 POC 累积，而 Ca2+、Mg2+等阳离子浓度降低削弱了 MNC 与矿

物的关联，加速 MAOC 分解[57]。当土壤 pH低于 6 时，施氮对 MAOC 表现出显著的正效应
[56]，这可能与酸性条件下促进铁/铝氧化物溶解增强矿物保护有关[57]。当土壤 pH 增加时，

施氮对 MAOC 的正效应减弱或不影响[56] 。与化肥相比，有机肥或有机无机配施显著提高

POC 和 MAOC 含量[58]，尤其增加 POC 中烷基碳比例[59]。 
3.2 土壤性质 

土壤 pH显著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结，酸性条件通常利于真菌生长，微碱性环境适宜多

数细菌繁殖[4]。酸性土壤中，真菌分解复杂芳香族化合物（如木质素），促进 POC的破碎与

转化；微碱性土壤中，细菌活性增强、周转加快，生死迭代残体碳增加，EPS 增加黏结有

机物质到矿物表面，共同促进 MAOC 的积累与稳定[20，44]。覆盖澳大利亚西部 200 000 km2

农田土壤的 970 份土壤样品测定表明，当 pH<5.5 时（Al3+溶解点），微生物采取将更多碳源

用于适应 H+/Al3+胁迫的高耗能的代谢策略，CUE 显著下降[60]，不利于 MAOC 形成。此外，

土壤 pH 还能通过改变有机–矿物吸附和多价阳离子的溶解性，影响土壤团聚体和有机–矿
物复合体的形成及其稳定性，进而调控 POC 和 MAOC 的稳定[2]。随土壤 pH升高，矿物表

面正电荷减少而有机配体负电荷增加，降低碳在矿物表面的吸附能力[45] 不利于POC的保存
[2]。酸性土壤中 pH升高降低铁/铝氧化物溶解性，导致 Fe3+和 Al3+等阳离子浓度下降，降低

有机–金属络合物稳定性[20]；碱性土壤中 pH 升高降低 CaCO3 溶解度，削弱矿物–有机质

桥接[20]，减弱与层状硅酸盐的钙络合及阳离子桥接作用[45]，降低 MAOC 稳定性[20]。                                                                                                                                                                                                                                                                                                                                                                                                                                                                                                                                                                                                                          
土壤粉粒和黏粒为微生物生物膜发育提供更大表面积和适宜微环境[61]，促进微生物活

动，同时通过吸附和团聚作用促进碳的稳定[4]。Mao 等[61]在亚利桑那州选取了 4 个不同基

质年龄（1 千年、5.5 万年、75 万年和 3 000 万年）的地点代替时间序列，研究发现随黏粉

粒含量占比增加（从砂土到黏土），微生物源碳和 MAOC 对 SOC 的贡献同步增加，其中

MNC 从 20%增加到 50%，MAOC 占 SOC 比例从不足 20%增加到超过 50%。Zhao 等[62]将按

粒径分离的 MAOC 进一步按密度（2.4 g·cm-3）筛分，分离出“轻 MAOC”（富有机–矿物

复合体）和“重 MAOC”（近裸露矿物颗粒），结合原位可视技术（NanoSIMS、μ-XRF 等），

发现粉壤土通过增强微生物–矿物接触效率累积更多MNC。此外，土壤质地也会影响SOC
的物理保护作用，微团聚体在真菌菌丝黏结作用下形成大团聚体可以保护 POC 免受微生物

降解[63]。 
土壤微生物对 POC 和 MAOC 的调控与土壤 SOC 含量有关。Li等[30]在亚热带水稻田土

壤中的研究发现，随着 SOC 含量从 4.0 g·kg-1 增至 40.1 g·kg-1，POC 含量逐渐增加，MAOC
趋于饱和且增加缓慢。这是因为富碳土壤中的微生物生物量高且活性强，促进微生物残体

向生物量再循环，不利于 MAOC 的快速累积。此外，富碳土壤中的可溶性碳含量较高，使

微生物群落由 K 策略向 r 策略演变，导致微生物合成代谢降低而分解代谢增加，不利于

MAOC 累积[30]。在农田土壤中，施氮条件下 POC 和 MAOC 累积存在 SOC 临界阈值[64]。基

于 Meta 分析的结果表明，当 SOC 含量低于 15 g·kg-1 时，施氮显著促进 POC 累积，超过该

阈值时则有利于 MAOC 增加。在贫碳土壤中，施氮增加根系生物量，进而提升土壤中木质

素酚含量（提升 18.4%），同时增强团聚体稳定性（平均重量直径增加 20.7%），促进 POC
的形成与稳定。在富碳土壤中，施氮改善土壤化学计量比，利于微生物生长进而累积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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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利于 MAOC 固持[64]。 
3.3 气候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包括升温、干旱和 CO2 升高等深刻影响陆地碳循环。与 MAOC 相比，

POC 储量较小且周转更快，对升温的响应更为敏感[65-67]，尤其是在北极、高山生态系统等

寒冷地区[67]。升温促进植物生长，增加植物、根系凋落物及其分泌物等外源碳投入，显著

提高 POC 含量。Meta 分析显示，在寒冷地区，升温显著降低 0~30 cm 土层 POC 含量，而

对 MAOC 无影响[67]。在青藏高原冻土区连续 6 年的野外增温原位试验表明，升温促进植物

源碳降解，提高微生物碳水化合物酶代谢丰度和 MNC 含量，促进 MAOC 累积[68]。上述差

异主要源于微生物将外源碳分配至生长或代谢功能的不同策略[22]。升温后，微生物活性增

加，加速 POC 和 MAOC 的分解[7，68]。Zhang 等[66]对我国不同区域 12 个弃耕农田土壤进行

3 年原位增温试验，发现尽管植物生物量在增温条件下有所增加，但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也

随之增强。这种同步变化使得 0~15 cm 土壤 POC 含量保持不变，而其芳香性增加。MAOC 
的温度敏感性（Q10）显著低于 POC，这可能反映了两者在稳定性和动态响应上的本质差异。 

干旱通过改变外源碳输入和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共同调控 POC 和 MAOC 周转。一

项在我国亚热带森林开展的 9 年干旱试验表明，干旱降低了细根输入和菌根生物量，其中

菌丝促进团聚体形成和植物碳转移，“输入–保护”双重抑制显著降低 POC 含量。干旱降低

微生物活性，促进 MNC 累积，显著提高 MAOC 含量[69]。干旱对 POC 和 MAOC 的影响存

在区域差异。基于国际干旱试验网络，针对温带草原与灌木丛生态系统展开的研究表明，

经过 1 至 5 年的极端干旱处理后，湿润地区干旱使得 POC 含量下降 15.9%，但 MAOC 不受

影响，干旱区 POC 和 MAOC 均无显著变化。湿润区的 POC 对干旱胁迫响应更敏感，这可

能与湿润区干旱处理改善土壤通气状况，增强微生物活性，从而加快 POC 分解有关[70]。 
CO2 浓度升高可以提高净初级生产力，增加外源碳投入，同时激发老碳的分解，“输入

–激发”的平衡过程影响 POC 和 MAOC 的动态变化[71-72]。Meta 分析表明，随着 CO2 浓度

升高，POC 显著增加，而 MAOC 保持不变[65]。Hofmockel等[73]基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瑞兰镇

开放式空气 CO2 富集长期定位试验，采用 13C 同位素标记方法追踪碳演变规律，结果表明

随着 CO2 浓度升高，游离态 POC 显著增加，这与新碳输入而旧碳含量不变有关；闭蓄态

POC 新碳累积速率超过旧碳流失，呈增加趋势；MAOC 新碳累积与旧碳流失完全抵消，其

含量不变。一项包含淀粉酶、纤维素酶、β-葡聚糖酶等 10种微生物胞外酶的 Meta分析结果

显示，CO2 浓度升高显著增加几丁质酶（主要分解含氮多糖）活性（12.6%），对分解 POC
相关纤维素酶等无显著影响[74]。 

气候因子间的交互作用普遍存在，相较于单一气候因子，其对 POC 和 MAOC 的影响

更为复杂，增加了全球变化背景下不同碳组分响应模式的不确定性。然而，目前多气候因

子的耦合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 SOC 总体的影响[75]，区分 POC 和 MAOC 功能碳库的研究较

少[65]。Díaz-Martínez 等[76]对全球 326 个旱地样点的研究表明，升温与干旱的协同作用显著

改变了土壤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加剧了 MAOC 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甚至导致 POC 与

MAOC 解耦。Thaysen 等[77]在丹麦温带灌木/草原开展 8 年增温、干旱和 CO2 升高等多因子

交互试验，结果表明，增温和 CO2 升高及其交互作用均显著降低游离态 POC 含量，对闭蓄

态 POC 无显著影响，MAOC 仅在增温单因子处理下显著降低。因此，未来亟需深入揭示温

度、水分、CO2 等因子对微生物介导的 POC和 MAOC周转和稳定的调控机制，尤其是气候

因子的交互效应，为气候模型参数优化提供关键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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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OC和 MAOC周转的影响因素（改自杨阳等[78]） 

Fig. 2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urnover of POC and MAOC（Modified from Yang et al.[78]） 

4 结语与展望 

微生物在全球碳循环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合成和分解代谢途径调

控 POC 和 MAOC 周转，受到碳组分化学特性、微生物功能性状、管理措施以及全球气候

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理解微生物介导的土壤碳稳定机制，可为实现双碳目标和应对气候变

化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调控途径。未来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开展研究：                  
1）深化对微生物介导的 POC 和 MAOC 稳定机制的研究。土壤与微生物群落的时空异

质性，导致难以精准解析特定微生物类群与有机碳组分的互作机制。未来可利用分子生物

学、稳定同位素示踪、纳米二次离子质谱等技术，从多尺度、多界面探讨微生物与碳周转

的互作过程，从而深度解析微生物群落在不同有机碳组分转化过程中的响应模式及其生态

学意义。 
2）解析不同生态系统中调控有机碳周转的关键微生物。在不同生态系统中，由于气候

因子、土壤性质和植被类型等的差异，导致微生物介导的 POC 和 MAOC 形成过程及其驱

动机制呈现出地域性特征。通过开展原位观测与跨尺度实验验证，构建覆盖分子、细胞及

群落层面的多尺度研究体系，有利于深度解析碳稳定化的关键节点，可系统揭示关键微生

物在土壤有机碳动态变化中的调控机制。 
3）明确植物–根际–土壤连续体对 POC 和 MAOC 的影响机制。植物碳输入（数量/质

量）决定微生物群落结构，其代谢产物及活性通过改变土壤理化性质反作用于土壤碳的转

化效率，形成“植物输入–微生物转化–土壤反馈”动态网络。通过原位观测与模型耦合，

量化植物和根系分泌物输入、激发效应与碳转化关联，并结合多组学解析根际微生物功能

基因网络以明确关键功能菌及代谢通路，量化植物–微生物–矿物互作的阈值，建立基于

微生物功能特性的碳库稳定性预测模型，为提升土壤碳固持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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